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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性测量维度与社区治理绩效
———基于 Q 市的实证分析

高　 红,孙百才

(青岛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摘　 要]社区公共性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内在属性。 基于 Q 市 12 个社区的调研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与多元

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社区公共性的测量维度及其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将社区公共性分为社区交往、社区意识、
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参与四个维度,社区治理绩效分为社区服务满意度与社区管理满意度两个维度。 结果显示:
个体层面,学历、收入水平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显著;社区层面,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参与对社

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中,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最大,其他三个维度的影响效应从大到小

依次是社区意识、社区交往、社区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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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开展社区建设运动已三十余年,当前我国社区治理进入深水

区。 2019 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充满活力的社

会治理共同体,形成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对我国社区治理提出了崭新要求。 尽管过去三十年特别是近

十多年来有关社区治理的文献汗牛充栋,但是总体上社区治理的理论研究还比较单薄,特别是缺乏一种

整体性视野和理论思维对我国社区治理进行总体性审视。 社区公共性的提出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的深

化与困境的突破,找到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探究社区公共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使社区重新回归到“共同

体”上,从经典源头上探究社区的本质。 为了进一步推进社区公共性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的

泛化与一般性的阐释上,有必要对社区公共性进行深入探讨。

一、文献回顾

1887 年斐迪南·腾尼斯提出了社区这一概念,并在类型学意义上认为社区作为共同体区别于社

会,强调共同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①。 一百多年来学界对

社区概念的界定与理解仍未达成共识,1955 年美国社会学家希莱里对 94 种有代表性的社区定义进行

比较研究,发现有 69 种包含了地域、共同的纽带和社会交往三个因素。 我国也有学者指出,“无论现代

关于社区的定义有多少,社区本质的东西不会变。社区的本质就是:“爱———这是属于情感的东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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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社区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默认一致———社区成员的认同感和相互包容;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

维习惯、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亲密无间”①。 本研究认为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难点与关键是解

决“共同体困境”,社区公共性的本质是向“共同体”的复归。
(一)社区公共性内涵及维度研究

在公共性研究的经典作家中,他们在各自的语境中提出了有关“公共性”的经典表达。 滕尼斯、鲍
曼侧重“共同体”的公共性,迪尔凯姆、罗尔斯侧重“公民道德”的公共性,阿伦特、哈贝马斯则强调“公民

参与”的公共性②;桑内特、帕特南强调“社群生活”的公共性,特别是帕特南把“公共性”同社会资本的

相互促进关系清晰起来,明确了公共性的社会性质。 我国学者对公共性的界定中,李友梅、肖瑛、黄晓春

(2012)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提出公共性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公共性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
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民的转化的一种状态。”③在社区公共性的研究方面,庞绍棠

(2009)认为,社区“公共性的真谛在于多元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及其实现。”④黄平(2010)较早提出了社

区公共性的概念界定,指出社区公共性是“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作为整体的社区所体现的整体属

性。”⑤近几年来有关城市社区公共性的研究出现了持续增多的趋势,徐选国(2016)认为社区公共性体

现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切身感受和认同到的公共文化。”⑥高红(2014)提出将社区公共性

维度区分为价值维度的公共精神与实体维度的社区参与⑦。 黄锐(2015)提出社区公共性包括“社区关

系网络、社区认同与社区道德”⑧。 李蔚(2015)则认为社区公共性包含价值层面的公共精神与实践层面

的社会交往(即社区认同与社区参与)两个维度⑨。 李怀、张华(2018)进一步将社区公共性划分为三个

维度:一是社区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价值维度,二是多元主体交往协商的实体维度,三是社区社会资本的

资产维度◈10。 谷玉良(2018)认为社区公共性体现在社区公共道德、社区互助及公共参与方面◈11。 上述学

者对社区公共性内涵界定与维度的划分,尽管有差异,但也有共性,总体上涵盖了社区交往、互动、参与

等行动要素以及在行动中形成的社会资本要素和社区公共精神、认同、道德等价值要素。
(二)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关系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公众主观测量指标即公众满意度,越来越成为西

方社会治理绩效评估指标的偏好◈12。 在社区治理绩效研究方面,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把社区管理与社

区服务的功能作为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评价标准:敬乂嘉、刘春荣(2007)认为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体现在

政治与管理两个方面:政治上提供公共秩序;管理上有效和高效地提供公共服务◈13。 陈捷、卢春龙

(2009)认为社区治理绩效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对居委会治理有效性的评判◈14。 孙小逸、黄荣贵(2012)

501

社区公共性测量维度与社区治理绩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13

◈14

张洪武:《社区政治》,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 页。
崔月琴,张扬:《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
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庞绍堂:《论社区建设中的公共性》,《南京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黄平:《重建社区公共性———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中国经济》,2010 年第 3 期。
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 4 期。
高红:《城市基层合作治理视域下的社区公共性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4 年第 3 期。
黄锐:《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公共性构筑》,《人文杂志》,2015 年第 2 期。
李蔚:《何谓公共性,社区公共性何以可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3 期。
李怀,张华:《以“公共性”为基础条件的城市社区体制:一个实地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
谷玉良:《转型社区公共性变迁及其治理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18 年第 4 期。
张欢,胡静:《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的公众主观指标体系探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
敬乂嘉,刘春荣:《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 2006 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7 年第 1 期。
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6 期。



采用居委会实现其预期功能包括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的程度作为社区治理绩效①。 在社区治理绩效指

标设计方面,麻宝斌、董晓倩(2010)衡量社区治理绩效的标准采用的是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满意度②。
徐林等(2017)“以社区能否满足居民需求和社区的资源动员能力两项指标来测度社区治理的绩效”③。
龚翔荣、陈天祥(2018)则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设计社区治理绩效指标体系④。 陈捷、卢春龙(2011)认为由

于“社区治理的特殊性,居民对社区治理效果的主观评价是所能获得的最优的量化指标。”⑤在借鉴上述

有关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居民对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的满意度视为社区治理绩效。
在有关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的研究中,关信平(2002)指出,正是由于缺乏公共性,导致了居

民参与及必要的公共资源缺乏这三者的恶性循环,从而严重阻碍了社区建设⑥。 郑杭生、黄家亮(2012)
认为,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严重不足的“共同体困境”,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面临的两大困境之一,并使

得社区建设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影响了多元主体合作的社区复合治理目标达成⑦。 高红(2014)从三

个方面分析了社区公共性的不足会导致社区合作治理有效性不足⑧。 胡晓芳(2017)认为社区公共性危

机导致社区治理面临着社区关系松散、公共空间萎缩、居民公共精神匮乏、社区参与低等共同体困境⑨。
徐宏宇(2017)认为由于社区公共性不足,使得社区合作治理无法真正实现◈10。 可见,社区公共性缺失是

造成我国社区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公共性的资产

维度,社区公共性体现了社区社会资本中的积极方面,即社区公共性更多地与开放性社会关系网络、普
遍性信任的连接性社会资本联系在一起。 在社区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的研究中,陈捷、卢春龙

(2009)发现共通性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11,陈雷(2010)认为,现代社会资本与

社区发展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12,邓念国(2013)通过对 20 个社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社区认知性社

会资本有助于促进社区治理绩效提高◈13。
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区公共性研究视角的重要性,社区公共性

在社区治理中的基础性社会支撑作用获得了学界的共识。 但学界对于社区公共性的研究大多尚停留在

抽象理论层次上,缺乏更清晰的理论框架、明晰的衡量维度与操作化的测量指标,亟需社区公共性的中

层理论建构◈14。 同时,目前学术界有关社区公共性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的研究主要是规范性分析,缺乏

实证性论证。 本文尝试构建社区公共性的测量维度与测量指标,并根据在 Q 市进行的相关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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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相关性。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基础———社会资本理论

布迪厄、科尔曼与帕特南被公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最重要代表性人物,特别是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

界定及其有关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的研究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认可,并因为其将社会资本与社区发

展紧密关联,推动“社会资本理论成为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体系。”①在帕特南有关社会资

本的经典界定中,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

合作行为而提高社会效率。”②在帕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是克服集体困境的有效途径,公民生活与制度绩

效是决定性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帕氏还就社会资本与社区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 帕

氏认为:首先,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规范和网络促使了合作制度机制的产生;其次,社会资本通过信任和频

繁的互动降低了日常交往成本;再次,社会资本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网络与互动拓宽了居民对社区

的认知;最后,社会资本通过健康而有益的邻里关系增进了居民身心健康和幸福感③。 集体合作、邻里

交往、社区认同等都是社区公共性的体现。 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感慨美国公民不再喜好结社、不
再愿意在闲暇时间与邻居交往、不再一起从事集体行动的社会现实,正是美国社区公共生活逐渐衰落的

表现,这种“独自打保龄”的现象在他看来,意味着美国社会资本的流失。 可见,社区公共性与社区社会

资本是高度统一的。 当然,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具有积极的效应,粘合性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有助于加强特定的互惠原则和成员间的团结,但会使人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而连接性社会资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则能够更好地连接外部的资产,并产生出更加广泛的互惠规则。 相比而言,后者

的积极作用更大④。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区治理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一种内在精神的支撑。 社区公

共性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价值归依,反映了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其作为社区的非正式制度是社区治理

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根据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以及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社区公共性对社

区治理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研究框架

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结合学术界有关社区、公共性、社区公共性以及社区治理绩效等研究,尝
试构建社区公共性的测量维度与测量指标,并探究其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关系。 本研究认为社区作为地

域生活共同体,社区公共性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内在属性。 理想的社区共同体是聚居在社区中的居民,
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密切的交往与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对所在社区产生认同与归属感等依

恋情感。 在涉及居民共同利益的社区公共事务上,由于居民有普遍的信任关系,遵守共同的价值规范,
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高。 社区公共性的意涵就是社区居民的社区感,即为维护社区公共利益而自觉

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公共精神与行为。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社区公共性包括四个基本维度:社区交

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参与。 这四个方面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整

体。 其中,社区交往是社区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前提与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社区居民之间的交

往、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社区只是一个纯粹的地域性概念,社区公共性的其他维度也就无从

产生;社区意识反映的是社区居民与所在社区的情感性联系,是社区的灵魂与粘合剂;社区公共精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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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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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晨虹:《社会资本理论在西方社区发展实践中的应用》,《学术交流》,2015 年第 6 期。
④[美]罗伯特 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95 页,第

100-101 页。
[美]罗伯特 D·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11 年版,第 334-336 页。



图 1　 研究框架图

社区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公民品质,反映了社区居民的价值取向;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实

际作为,是社区公共性的核心。 参考借鉴以往

学者的研究,将社区居民对社区管理与社区服

务的满意度作为评价社区治理绩效的指标。 研

究框架图如图 1 所示,本研究认为:(1)社区交

往水平越高,居民的社会联系越密切,越容易提

高社区治理绩效;(2)居民的社区意识越强,社
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越强,社区治理

绩效就越高;(3)社区公共精神越强,居民维护

公共利益的意识越强,社区治理绩效越高;(4)
社区参与程度越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积极性越高,社区治理绩效越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界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2017 年 5 月至 7 月进行的“城市社区社会资本”问卷调查。 调查采用多阶段

分层抽样方法,首先根据 Q 市各区经济发展状况、社区类型特点与人口结构,选取三个发展水平不同的

行政区;第二阶段,按照立意抽样法,依据不同的小区类型抽取 12 个社区;第三阶段,根据社区居委会提

供的小区名单进行随机抽样,一是在居民集中活动的场所进行调查;二是在居民下班或周末休息时段进

行调查。 本调查共发放问卷 1345 份,回收有效问卷 1280 份,有效率 95． 16% 。 另外,为提高数据质量,
在问卷调查的初始准备阶段进行了资料分析前的逻辑检查与试调查,采用较为合理的抽样方案,后期资

料分析阶段保持客观中立性,以期得到更加稳健的结论。
(二)变量界定

1. 因变量:社区治理绩效

我们通过 17 个题项来测量社区治理绩效:Q1 卫生环境、景观绿化、噪音污染控制;Q2 车辆管理及

停车;Q3 治安与秩序;Q4 流动人口、群租管理;Q5 社团活动开展;Q6 事务公开化情况;Q7 干部素质;Q8
基础设施;Q9 便民利民服务;Q10 老年人服务;Q11 青少年服务;Q12 文化活动宣传与活动开展;Q13 医

疗卫生服务;Q14 宣传栏更新率;Q15 社区干部对社区居民需求的回应性;Q16 社区工作者服务态度和

服务质量;Q17 总体上看,社区为民办事方面;答案从“很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 1-5 分。 运

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两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7． 129% 。 运用最大方差法

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到“社区服务满意度”和“社区管理满意度”因子,并依据方差贡献率

合并为“社区治理绩效”因子①。
2. 自变量

第一,社区交往。 为了测量居民社区邻里交往的程度,我们设计了 4 个依次递进的题项:Q1 与邻居

见面经常打招呼;Q2 与邻居经常相互交换意见;Q3 与邻居经常相互登门拜访;Q4 与邻居经常互帮互

助;答案从“从不”到“经常”分别赋值为 1-5 分。 主成分分析得到“社区交往”因子(KMO 值为 0． 789,
Bartlett 球型检验 P<0． 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8． 693% )。

第二,社区意识。 我们设计了 9 个题项测量社区意识:Q1 小区中大多数是好人而且是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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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小区中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Q3 小区居民关系总体感觉是和睦的;Q4 小区是我家,人人都爱她;
Q5 很喜欢自己的小区;Q6 小区成员都应该关心小区发生的事情;Q7 有问题影响小区居民,大家都应

该一起解决;Q8 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公益活动;Q9 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

讨论;答案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 1-5 分。 主成分分析得到“社区认同”与“社区

凝聚力”因子,合成为社区意识因子(KMO 值为 0． 877,Bartlett 球型检验 P<0． 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2． 464% )。
第三,社区公共精神。 我们通过 11 个题项来测量社区公共精神:Q1 带宠物出门,自己主动处理宠

物大便;Q2 开车到小区走亲访友,不会乱停车;Q3 当看到有人在小区乱贴小广告,有损小区形象时,会
积极干预;Q4 小区楼道里有乱堆现象,会主动清理;Q5 能帮助他人感到很快乐;Q6 帮助有困难的人是

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Q7 帮助别人,从长远看也是帮助自己;Q8 每个人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都可以帮

助他人;Q9 愿意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Q10 只关心和参与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
Q11 即便社区一些公共事务与自己有关,也不想参加,因为总会有人出面;答案从“完全不认同”到“完
全认同”分别赋值为 1-5 分,其中 Q10、Q11 进行反向赋分。 主成分分析得到“普遍互惠”“利他主义”与
“公民意识”三个因子,合成为社区公共精神因子(KMO 值为 0． 855,Bartlett 球型检验 P<0． 05,累计方差

贡献率为 63． 843% )。
第四,社区参与。 我们通过 10 个题项来测量社区参与:Q1 参加公益慈善类社团组织;Q2 参加生活

服务类社团组织;Q3 参加文体活动类社团组织;Q4 参加权益维护类社团组织;Q5 参加教育培训类社团

组织;Q6 参与居委会选举;Q7 参与社区举办的活动;Q8 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Q9 参与社区公益捐赠

活动;Q10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讨论。 其中 Q1-Q5 为二分变量,通过加总转化为值域[0,5]的定距变

量,Q6-Q10 按照“从不参与”到“经常参与”分别赋值为 1-5 分。 主成分分析得到“政治参与”与“社会

参与”两因子,合成为社区参与因子(KMO 值为 0． 855,Bartlett 球型检验 P <0． 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3． 843% )。
3. 控制变量

将性别、年龄、户口、学历、职业、月收入、婚姻状况、小区类型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其对社区治理绩效

的影响。 为便于分析,我们将部分控制变量进行二分处理:女性为“0”,男性为“1”;小学及以下 = 1,初
中=2,高中、中专=3,大专、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5;外来人口为“0”,本市人口为“1”;在职为“0”,无
业、失业人员为“1”;商品房小区为“0”,其他小区为“1”;未婚为“0”,已婚为“1”。 另外,将年龄分为 5
段:第一段为 30 岁及以下,以 10 岁为间距逐渐增加,到第 5 段为 60 岁及以上,5 个年龄段赋值为 1-5
分;月收入分为 8 段:第一段是 2000 元及以下,以 1000 元为间距逐渐增加,到第八段为 8000 元以上,八
个收入段赋值为 1-8。 变量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描述(N=1280)

变　 　 量 定　 　 　 　 　 　 　 义 均值

因变量 社区治理绩效 定距变量(非常满意=5;比较满意=4;一般=3;比较不满意=2;非常不满意=1) 3. 37

控制变量

性别 女=0;男=1 0. 45

年龄 五个年龄段赋值为 1-5 2. 85

学历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大专、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5 3. 31

户口 外来=0;本市=1 0. 80

职业 在职=0;无业、失业=1 0. 78

月收入 八个收入段赋值为 1-8 3. 58

小区类型 商品房小区=0;非商品房小区=1 0. 44

婚姻状况 未婚=0;已婚=1 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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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变

量

社区

公共

性

社区交往 定距变量 3. 33

社区意识 定距变量 4. 20

社区公共精神 定距变量 3. 73

社区参与 定距变量 2. 30

(三)信度与效度分析

利用 SPSS24. 0 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方面,Cronbach’s Alpha 值为 0． 919,每个

因子的相应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的测量,一方面对量表中每个

题项的设计反复征询了有关专家和社区工作者的意见,试调查后还对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 应当说,该
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另一方面,探索性因子分析时,各变量的因子载荷的取舍标准为>0． 5,这意

味着量表的收敛效度较佳。 综合来看,本研究的问卷数据信度与效度均通过检验,符合标准。

四、回归分析结果

本研究将社区治理绩效作为因变量,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参与作为自变量进行

回归分析。 分析之前,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与自相关问题进行检验,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

子(VIF)均小于 1． 7,表明模型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Durbin-Watson 检验值为 1． 746,表
明残差序列相互独立,不存在自相关的问题。 模型 1 考察个体层面的因素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

2-6 考察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模型 6 为全模型,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同时加入 4 个变

量,通过标准化回归系数比较四个变量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 模型 6 拟合度较好,调整后判定系

数(Adjusted R2)为 0． 185。 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一)个体层面因素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从模型 1 可以看出,学历、收入对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影响,性别、年龄、户口、职业、小区类型与婚

姻状况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学历与社区治理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β = 0． 074,p<0． 05),
说明高学历并没有提升社区治理绩效,反而学历每提高一个层次,社区治理绩效(即居民满意度)降低

0． 074 分。 陆晶婧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①,这可能与学历越高的人对于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有更高的

期待相关;收入与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β=0． 019,p<0． 05),说明居民收入的增加会降低对社区治理绩

效满意度,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降低 0． 019 分。 这与孙小逸、黄荣贵在对上海市社区的

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地位水平较高的居民对居委会的社区服务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②。
(二)社区层面因素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社区交往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模型 2 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加入社区交往。 结果表明,
社区交往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 1． 147,p<0． 001),社区交往度越高,代表着居民邻

里关系越密切,社区治理绩效越高。 且社区交往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 1． 147 分。
社区意识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模型 3 在控制了个体层面因素后,加入社区意识。 结果显示,社

区意识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1． 261,p<0． 001),社区意识即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

与社区凝聚力越强,社区治理绩效越高,且社区意识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 1． 261 分。
社区公共精神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模型 4 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加入社区公共精神。

结果表明,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 0． 667,p<0． 001),说明社区公共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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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陆晶婧:《社会转型背景下的邻里空间、制度能力与社区治理绩效———对昆山的实证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13 年,第 88 页。

孙小逸,黄荣贵:《制度能力与治理绩效———以上海社区为例》,《公共管理学报》,2012 年第 4 期。



神越强,体现为居民在遵守普遍互惠规范、具备利他主义精神以及公民意识方面表现越好,社区治理绩

效越高,且社区公共精神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 0． 667 分。
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 模型 5 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加入社区参与。 结果显示,

社区参与与社区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 = 0． 892,p<0． 001),说明社区参与度越强,社区治理

绩效越高,社区参与每增加一个单位,社区治理绩效提高 0． 892 分。
比较公共性的四个维度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 模型 6 在控制了个体层面的因素后,同时加

入四个自变量,结果表明,社区交往、社区意识、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参与四个变量与社区治理绩效都有

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正且 p<0． 001),进一步分析四个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以比较各

变量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程度,社区交往为 0． 160、社区意识为 0． 242、社区公共精神为 0． 152、社区参

与为 0． 263。 可以看出,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影响最大,其他三个维度的影响效应依次是社区意

识、社区交往、社区公共精神。
表 2　 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的多元回归分析(OLS)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性别
-0. 005 -0. 004 -0. 007 -0. 002 -0. 019 -0. 017

(-0. 005) (-0. 004) (-0. 007) (-0. 002) (-0. 019) (-0. 017)

年龄
-0. 019 -0. 026∗ -0. 024∗ -0. 021 -0. 027∗∗ -0. 043∗∗∗

(-0. 060) (-0. 081) (-0. 077) (-0. 066) (-0. 086) (-0. 134)

学历
-0. 074∗ -0. 061 -0. 082∗ -0. 079∗ -0. 095∗∗ -0. 094∗∗

(-0. 070) (-0. 058) (-0. 077) (-0. 074) (-0. 089) (-0. 089)

户口
-0. 052 -0. 040 -0. 054 -0. 055 -0. 038 -0. 030

(-0. 040) (-0. 030) (-0. 041) (-0. 042) (-0. 029) (-0. 023)

职业
0. 063 0. 049 0. 053 0. 056 0. 056 0. 034

(0. 054) (0. 042) (0. 045) (0. 045) (0. 048) (0. 029)

收入
-0. 019∗ -0. 018∗ -0. 019∗ -0. 084∗ -0. 018∗ -0. 016∗

(-0. 084) (-0. 079) (-0. 083) (-0. 083) (-0. 078) (-0. 072)

小区类型
0. 048 0. 039 0. 050∗ 0. 049 0. 029 0. 020

(0. 051) (0. 042) (0. 054) (0. 054) (0. 031) (0. 021)

婚姻状况
0. 013 0. 029 0. 024 0. 016 0. 010 0. 041

(0. 013) (0. 028) (0. 023) (0. 023) (0. 009) (0. 039)

社区交往
1. 147∗∗∗ 1. 240∗∗∗

(0. 148) (0. 160)

社区意识
1. 261∗∗∗ 1. 290∗∗∗

(0. 237) (0. 242)

社区公共精神
0. 667∗∗∗ 0. 679∗∗∗

(0. 149) (0. 152)

社区参与
0. 892∗∗∗ 0. 910∗∗∗

(0. 258) (0. 263)

F 4. 103∗∗∗ 26. 836∗∗∗ 76. 849∗∗∗ 29. 547∗∗∗ 90. 955∗∗∗ 65. 821∗∗∗

　 　 注:∗p<0. 05,∗∗p<0. 01,∗∗∗p<0. 001,括号里面表示对应的标准回归系数

五、研究结论

第一、社区交往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区的社会属性要求居住在一定地域内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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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间,必须通过交往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是社区形成的前提基础①。 在孙立平教授看来,“社
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是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必不可少的基础”②,否则社区就成了纯粹的地域

性概念。 邻里互动不仅能够形成居民之间的互惠关系网络,还有助于增强居民之间的紧密感、情感支持

与社区意识③。 美国建筑与规划专家道格拉斯·凯尔博指出,“邻里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缺少了邻

里的城市无论多么美丽,都将是缺乏凝聚力和不适宜居住的城市”④。 社区邻里网络具有的“平等性、同
质性、小规模、频繁性”特点⑤,促进了社区居民有关个人信息的传播,使每个人对他人行为有一定的可

预测性。 居民的社会交往对于构建社会资本非常重要,而且是基础性的。 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越丰富,
社区治理绩效就越高,已被诸多实证研究所证实。 因此,社区居民的邻里交往越频繁、交往程度越深,社
区的交往网络就越密集,社区社会资本水平就越高,社区治理绩效越高。

第二、社区意识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区作为共同体,其核心是承载情感的。 社区

意识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社区意识是“一种社区成员所拥有的归属感,一种成员彼此相关及

其对团体都很重要的情感,以及成员通过彼此的承诺而使需求得到满足的共同信念。”⑥社区居民社区

意识越强,心理上就越会产生对社区的依恋和归属,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积极性越高,社区治理绩效就

越高。 居民对社区的情感认同程度会影响其社区参与的意愿和行动,已被多名学者所证实⑦。 因此,提
高社区意识,提升社区居民对其居住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与社区凝聚,对于促进社区治理的韧性、提高

社区治理绩效,促进社区内生性生长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社区公共精神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区公共精神反映的是在个体处理私人

领域与公共领域、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态度。 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能够正确处理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
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恰当理解的自我利益’,即在更广泛的公共需要背景

下的自我利益;有助于他人利益的自我利益。”⑧目前社区居民之间的很多矛盾冲突以及社区治理问题,
如小区乱停车、乱贴小广告、乱堆垃圾等,都是源于很多居民仅仅考虑自身利益,无视或不顾他人与公共

利益所致。 如果社区居民都能够遵守“普遍互惠”规范,就会有利于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 另外,在涉

及公共事务的问题上,出于搭便车心理,人们总希望别人出头露面自己坐享其成,因而导致社区居民公

共参与不积极;而公民意识的增强使得个体在社区公共事务上采取积极的态度,遏制投机与机会主义行

为,有利于形成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社区治理绩效提高。
第四、社区参与对社区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四个维度中影响程度最高。 社区参与是具

有平等主体地位的社区居民自愿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活动中,通过对话、协商方式来达成某种共识的过

程。 在现代性条件下,“参与”是公共性的核心要义⑨。 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讲,甚至“公共性”就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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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①。 在社区公共性的四个维度中,社区参与是其核心要义,居民对公共利益维护的意愿与精神,
归根到底要落实到社区参与的具体行动中才有实质性意义。 在海曼建构的“公民参与、议程构建、社区

组织、社区行动、沟通与信息发展”等五位一体的社区建设结构框架(Community building process frame-
work)中,他认为社区公民参与本身不是一种社会资本,但却是社会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社区建设的首

要目标之一是投资于鼓励更多社区互动、参与和交流的战略,从而使得社区福利随着公民参与人数的增

加而增加②。 社区居民在居委会的引导下就居民关心的公共事务问题进行公开对话、协商讨论,使居民

的关注点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促进居民在关涉社区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问题上达成共识,有利于

集体行动的达成,更好地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而居民通过参与社区社团组织,加强了社区居民之间的横

向关系,有利于增强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互惠规范的产生,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 可见,提高居

民公共参与度有助于提高居民对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满意度,提升社区治理绩效。
以上研究证实了社区公共性与社区治理绩效的正相关性,也即社区公共性的增强有助于社区治理

绩效的提高。 事实上,社区公共性既是实现社区多元合作治理的基础性社会支撑,也是克服社区共同体

困境、回归社区本质的价值依归。 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造成了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膜,导致社区邻里交往减少、社区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缺失及社区

参与积极性不高,影响了社区治理绩效。 尽管随着政府对社区治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社区公共性逐

渐增强,但是由于其社会性与基础性的地位,其成长与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 为此,一方面基层政府要

“透过社区协商治理机制的建立,让居民参与地方事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重构政府在社区治理的正当

性基础”③。 另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由专业社会组织引导居民开展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鼓励居民参

与本社区的公共事务,重塑新的共同体和社区精神,让社区内生的力量逐渐成长并壮大起来,成为社区

治理强有力的支撑。
[责任编辑:韩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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